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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逆行中的价值解构
———以 《红高粱》 为例反思产业链条上的影视改编

宋法刚

摘　 要: 作为一个封闭的文本, 《红高粱》 无疑是近年电视剧中的上乘之作。 但如果用 “改编” 的立

场来审视的话, 无论是故事情节、 人物形象还是叙述视角都有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恰恰让电视剧丢失了

小说本身所坚守的核心———对酒神精神的高歌、 对民间抗日的书写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对当下文化的

反思, 在 “文化逆行” 中 “解构” 了小说的核心价值表达。 这是追求 “价格内核” 而非 “价值内核” 的

结果, 是追求 “产业延伸” 而非 “文化延伸” 的结果。 这一现象遮蔽的是我国文化产业链在 “内容为王”
时代 “内容” 的匮乏, 而这正是文化 “软实力” 的 “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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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红高粱》 前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号召力, 中有张艺谋电影 《红高粱》 的知名度,
后有编剧赵冬苓、 导演郑晓龙、 演员周迅、 朱亚文等一流团队的精诚合作,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经济回

报和社会口碑。 如果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电视剧文本来加以评价, 《红高粱》 的确可以算得上近年电视

剧中的上乘之作。
编剧赵冬苓的作品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北方有佳人》、 《沂蒙》、 《中国地》、 《母亲,

母亲》 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 《红高粱》 的故事结构严谨缜密, 情节跌宕起伏, 九儿的多

舛命运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球,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 的家国情怀也倾诉主流的心声。 该剧主题在正能

量和主旋律之间、 观众期待与政治诉求之间保持着自然优美的和谐平衡。 导演郑晓龙对电视剧的视听

化处理也很有想法, 强调了红高粱这一场景、 酿酒这一仪式、 九儿这一形象的独特的文化意义。 电视

剧成功拍摄了余占鳌等人颠轿子的段落, 与电影相比, 增加了顶拍、 底拍等镜头, 慢镜头的情绪营造

和身体特写中的阳刚之气溢满画面, 结尾九儿牺牲的段落也干净利落、 荡气回肠。 尽管周迅的身高、
气质与九儿有一定差距, 但是收放自由、 蓬勃饱满的表演极具情感张力。 另外, 朱亚文等人的表现也

都可圈可点, 摄影、 灯光、 道具等均态度真诚。 可以说主创人员共同努力完成了这部力作。
作为一个封闭的电视剧文本, 《红高粱》 在价值层面上做到了思想性、 艺术性和观赏性的 “三性统

一”。 笔者对 《红高粱》 的文化分析和价值评判主要围绕 “改编” 展开。 周丽娜在 《电视剧改编中的

文化转型与价值冲突———以电视剧 〈红高粱〉 的改编为例》 [1] 一文中, 对其文化转型中难以避免的价

值冲突有所提及, 我基本认同。 同时, 我认为电视剧与小说在主题思想上的矛盾不仅仅是一般的价值

冲突的问题, 而是 “文化逆行中的价值解构”。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逆行” 与 “解构” 都是针对小说

所表达的文化价值而言, 而非针对当下的文化潮流。

一、 叙事元素的更改

莫言的 《红高粱家族》 (1987 年出版, 其中很多中篇发表在 1986 年) 的发表轰动文坛, 不管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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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节、 人物形象还是叙述立场都搭建起一个不同的文学世界和价值景观, 奠定了小说的江湖地位。

改编后的电视剧与小说相比, 在以下三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出入。

首先, 是故事情节的放大与删减。 《红高粱家族》 共有五章构成 (第一章 红高粱、 第二章 高粱酒、

第三章 狗道、 第四章 高粱殡、 第五章 奇死)。 第一章主要是余占鳌带领大家去炸日本兵, 第二章主要

讲余占鳌和戴九莲认识的过程, 电影 《红高粱》 主要是根据这两章来改编的。 第三章讲日本兵屠杀村

庄后三只狗 (黑狗、 绿狗、 红狗) 和余占鳌、 豆官等人与日本人的斗争, 并与共产党胶高大队的江小

脚、 国民党车子队的冷队长结下冤仇。 第四章高粱殡描写的是余占鳌为了报仇投靠土匪黑眼的铁板会,

并给戴九莲送殡的过程, 期间与日本兵、 胶高大队和车子队等交火。 第五章讲余占鳌另一老婆恋儿的

死亡。 比较之下不难看出, 电视剧删减了共产党胶高大队的身影, 也顺带割掉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军队

之间的矛盾以及余占鳌与共产党抗日军队之间的冲突, 剪除了余占鳌身上的反动成分, 并让他的自发

抗日变成了自觉抗日。 从故事情节上看, 电视剧 《红高粱》 更像是电影的扩充版, 以余占鳌、 戴九莲

与张俊杰之间的爱情冲突、 戴九莲与淑贤的妯娌冲突、 朱豪三与余占鳌的官匪冲突以及中国人与日本

兵的民族冲突为主要线索相交叉叠合, 构成主要情节。 小说中是三支抗日队伍 (土匪、 共产党的胶高

大队、 国民党的车子队) 的互相拆台、 尔虞我诈, 且缺乏自觉的国族意识和高尚目标, 最终没有形成

统一的 “抗日联盟”, 还被日本人渔翁得利。 而电视剧中, 众人在民族大义面前实现了 “英雄的和解”,

余占鳌由 “土匪” 变成了 “司令”。

其次, 是人物形象的增删与变脸。 改编后的电视剧有些人物不见了身影, 例如上面提到的冷支队、

江小脚, 同时也增加了一些人物形象, 例如四奎母子、 淑贤、 张俊杰等; 还有就是人物形象的变脸,

主要是余占鳌和九儿。 人物形象对艺术作品的价值表达无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作为电视剧的主要角

色, 二人的变脸对作品影响巨大, 可以说直接涉及到本文的主旨, 即 “文化逆行中的价值结构”。 电视

剧中的九儿敢爱敢恨, 这一点与小说中颇为接近, 敢于冲破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与爱情。 但是小说中

的九儿更迷恋于自己对身体的自主权, 并用身体作为报复余占鳌的强有力的武器。 小说中她为了报复

余占鳌和恋儿好, 跑到黑眼那里当起了压寨夫人。 另外, 小说还暗示九儿与罗汉大爷存在情感上的纠

葛。 而电视剧中的九儿则表现为良家妇女的形象, 让她保持肉体与精神高度的纯洁, 这一点即便是在

与张俊杰的关系中都没有破坏掉。 这一 “忠贞” 形象成功去除了小说中 “近淫” 的成分, 不过这一点

也大大削弱了小说对封建礼教压抑女性情欲的批判力量。 电视剧还丰富了九儿母性的温柔, 并充分借

助其 “大地母亲” 的象征意义让她扛起了 “民族大义” 的旗帜, 扮演着余占鳌、 张俊杰与朱豪三之间

“和解人” 的角色。

小说中的余占鳌是 “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 的代表。 小说中他胆大心狠, 身负好几条人命, 为了

占有九儿他设计谋杀了单家父子二人, 而他去当土匪是出于生存的无奈还有给四奎报仇的仗义; 他虽

然也抗日, 但并不具有高尚的、 宏大的民族情结和国家意识, 相反, 作为土匪的他还绑架过当地国民

党的抗日队伍和共产党的抗日武装的领导人。 但是电视剧中, 余占鳌却成了抗日的中坚力量, 除了突

出其 “忠” 的成分外, 还添加了他 “孝” 的品德, 那就是, 四奎死后, 他替四奎尽孝, 赡养四奎的

母亲。

总之, 就这两个人物而言, 电视剧隐去了九儿 “近淫” 的行为, 而虚构了余占鳌 “忠孝” 的情节,

执行了 “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 的传统文化的重新归位, 让二者近乎成为传统美德的化身。

第三, 是叙述视角的更改与挪移。 小说 《红高粱家庭》 以 “我” (第一人称) 的口吻讲述了 “我

父亲” 亲历的 “我爷爷” 和 “我奶奶” 的故事, 这种 “两个叙事人” 的形式取得了历史和现实对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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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效果, 也借助 “我” 对 “家族历史” 的最终解释权来 “介入 / 解构” 当时的宏大历史叙事。 叙事

视角的选择对作品价值表达作用重大, 除了佐证故事的真实性, 更在 “故事空间” 和 “故事时间” 之

外, 建立起另一个叙述者所处的 “话语空间” 和 “话语时间”, 从而让一个无所不在的 “后代” 以个

体的名义对历史真相进行追问, 而这种追问构成了与历史的对话。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所说,

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 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布迪厄也有个著名的论断: “个人性即社会

性, 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 [2] 于是在这种回眸中, 使得这段历史的记忆具有了社会性和

公共性。 电视剧通过把视角改为全知视角, 使得讲述者 “我” 不复存在, 故事主角豆官的主观视点也

被剥夺, 遂将这段家庭 (家族) 的民间故事的寻根足迹和新历史亮点的载体一并抹除, 让民间历史重

归国族历史的既定轨道中。

二、 价值观念的解构

以上分析的三点合力让电视剧的主题表达与小说背道而驰, 在文化逆行中解构了小说的价值取向。

要说明这一点需要阐述一下小说的文化价值观。

莫言的 《红高粱家族》 是文学思潮汹涌澎湃的年代里寻根文学和新历史主义创作的共同结晶。 莫

言对寻根文学有自己深刻的理解。 “他这时已经意识到了寻根文学的困境, 即目的承诺与写作内容之间

发生了先在的不可解决的冲突, 他们的所热衷寻找的难免带着 ‘落后’ 和 ‘愚昧’ 色彩的民俗文化本

身, 实在无法成为 ‘改造和重铸当代文化’ 的摹本。 莫言说, 原指望用这些东西 ‘为中国指一条道路,

使中国文化有个大致的取向’, 但 ‘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这样发展下去, 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又回到

原来的起点上去了’。” [3] 于是, “在这种情况下, 降解庄严的文化启蒙使命和改用纯粹诗学的眼光来审

视历史, 便成为寻根小说之后 ‘文化 / 历史主义’ 写作潮流的一个出路, ‘红高粱系列’ 就这样应运而

生了。 与寻根小说家们热衷于追寻 ‘风干’ 了的 ‘文化风俗’ 的兴趣有明显的不同, 莫言在这些作品

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历史倾向, 可以说, 从 ‘文化主题’ 转向 ‘历史主题’, 《红高粱家族》 是一个标

志。 而且它所讲述的民间抗日故事, 可说是这类小说中第一部刻意与 ‘ 官史’ 视角相区分的

作品。” [3](37)

可以说莫言的 《红高粱家族》 链接寻根文学和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精神脉络来表达对传统文化和国

族人性的认知。 小说一方面借助 “高粱酒” 散发的浓郁的 “酒神精神” 来对抗传统文化礼教的 “日神

精神”, 同时用对 “纯种高粱” 的讴歌和对 “杂种高粱” ( “我” 这一代不肖子孙) 的控诉来反思 (以

及自我反省) 当下 (小说创作时期) 的社会文化。 正如小说的卷首语: “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

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 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 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

心, 切碎, 放在三个碗里, 摆在高粱地里。 伏惟尚飨! 尚飨!” [4] 小说结尾也做了同样的呼应: “这时,

围绕着二奶奶坟墓的已经是从海南岛交配回来的杂种高粱了, 这时, 郁郁葱葱覆盖着高密东北乡黑色

土地的也是杂种高粱了。 我反复讴歌赞美的、 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粱已被革命的洪水冲激得荡然无

存, 替代它们的是这种秸矮、 茎粗、 叶子密集、 通体沾满白色粉霜、 穗子像狗尾巴一样长的杂种高粱

了。 它们产量高、 味道苦涩, 造成了无数人便秘。 那时候故乡人除了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外, 所有的

百姓都面如锈铁。 我痛恨杂种高粱。” [4](345—346) 电视剧虽然在视听上强化了红高粱和高粱酒的场景和仪

式感, 甚至还加上了乡村斗酒这一颇有文化韵味的情节, 但是在文化价值意义上祛除了对 “纯种高粱”

野性生命力的讴歌, 而 “高粱酒” 成为了提振士气、 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武器, 而不再是唤醒酒神的通

道。 所以在电视剧故事情节上我们看不到基于自由而非政治的反抗, 在人物形象上看不到野性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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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绽放, 在叙事视角上看不到 “我” 对家族故事的最终解释权, 看到的是国族精神的绽放和道德楷

模的牺牲。

总之, 电视剧不再是对酒神精神的歌颂, 没有了民间抗日力量之间复杂冲突的书写, 更不见对封建

传统文化的鞭挞和对当下文化的反思, 而是对 “忠、 孝、 仁、 义” 等传统文化的肯定, 个体自由、 反

思反省等价值观念隐去, 国族精神、 承续传统等价值观念凸显; 酒神精神弥散, 日神精神升起。 从某

种意义上说, 余占鳌的命运便是小说改编命运的缩影。 他由小说中的绝对主角变成了电视剧中的第一

配角, 九儿却走出 “坟墓” 成为第一主角, 正如主题曲所唱的那样, 由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变成

了 “九儿送你去远方”。 一个男性阳刚的、 反抗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女性的、 包容的故事。 小说中的余占

鳌我行我素, 不接受 “改编” 或 “招安”, 电视剧中的余占鳌完成了这一身份的转换。 这一转换不正是

小说到电视剧文化语境的转变吗?

三、 “价格内核” 背后凸显 “价值裂痕”
改编是艺术创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是媒介互为内容、 发挥媒介语言所长的必经之途。 《红高粱家

族》 无疑是名著, “把经典名著搬上荧屏, 对于普及经典名著、 提升荧屏节目的文化品位和观众的审美

情趣, 都不失为明智之举。 这里的关键, 在于遵从什么样的改编之道。” [5] 在这里, 仲呈祥批评了 “单

向思维” 的改编误区, 即一种是 “忠实原著”, 一种是没有说出来却做得有声有色的 “从属市场”。[5](7)

他提出, 应该遵从电视剧独特的艺术创造规律, 具体说, “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探究: 一是直接意指, 目

的是建立叙事层面; 二是含蓄意指, 目的是建立意识形态层面; 三是韵味意指, 目的是建立审美层

面。” [5](10) 笔者认为, 既然是改编就不可能按照原著来拍摄, 不管是艺术语言还是文化环境都不允许这

么做。 但是, 像电视剧 《红高粱》 这种情况——— “文化逆行中的价值解构” ———不应该被肯定。

作为一个封闭的电视剧文本, 该剧无论是编剧功力、 演员功力和导演调度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且

配合默契。 前半部分 “逼上梁山”, 后半部分 “同心抗日”, 既有家国情怀, 亦回归传统, 传播正能量,

响应时代的呼唤, 是一部符合电视剧生态环境和市场期待的上乘之作。 我认为, 电视剧的很多人物与

情节能够自成一体, 实在没必要挂 《红高粱》 的招牌。 而之所以挂这一招牌, 毫无疑问, 莫言的名气、

诺奖的头衔能对电视剧的宣传、 营销、 收益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此, 在这一由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的过程中, 是 “价格内核” 而非 “价值内核” 在起作用。 “价

格内核” 顾名思义就是商业价值, “价值内核” 是主题思想、 文化价值方面的要素。 电视剧创作者不是

因为喜欢这部小说的 “价值内核” 而选择去改编它, 进行艺术再创造, 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观众了解

这部作品, 而是首先认定其有利润回报, 并不惜为此去改变、 解构甚至阉割小说的 “价值内核”。 这是

当前电视剧改编的普遍现象和时代通病。 影视改编考虑作品的商业价值和投资的市场回报本无可厚非,

但不能将其文化逆向行驶、 将其思想弃若敝帚, 而仅仅以作品或作家的知名度以及社会影响力作为吸

引眼球、 引发关注进而提升收视率和经济回报的速效手段。

这一问题如果放到文化产业链上来审视的时候, 后果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电视剧 《红高粱》

的改编是一次成功的 “产业延伸” 而非 “文化延伸”, 而缺乏文化延伸的产业延伸并不是真正的 “文

化产业” 的延伸, 其价值解构更是断了文化延伸之命脉。 当前文化产业的开发更多的是 “内容为王”

基础上的内容共享, 并借助不同艺术语言和传播方式来扩展其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文化本质上是价

值体系, 只有形成价值体系的文化才能拥有 “软实力”。 通过不同的媒介产品来夯实一个品牌, 传播一

个价值观念的产业链条需要稳定的 “价值内核”。 这一问题在触及到文化对外传播的时候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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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电视剧的生产语境和接受环境下, 《红高粱》 或许不是一部特别适合改编为电视剧的作品。

它可以是一部优秀的小说, 甚至可以改编成不错的电影, 但是电视剧受众的期待视野或许与小说有很

大的差距。 究其原因, 近百年来文化传统、 价值体系的断裂以及当下社会横断面上各种文化 “假面舞

会” 的众神狂欢, 让不同的媒介在 “传播内容” 以及 “媒介偏向” 上出现了很大的裂痕。 修补裂痕和

整合文化以提升国民的文化认同感和价值自豪感, 需要长期艰巨的、 潜移默化的、 基于经济基础调整

的努力, “调转车头” 的 “逆行” 和 “调转枪头” 的 “解构” 不是好的选项, 它留下了产业链条上的

裂缝、 文化价值上 “再被解构” 的隐患甚至失信于人的危机。

四、 结 　 　 语

总之, 电视剧 《红高粱》 是一次成功的商业利润实践, 但同时也是对小说原著的一次 “文化逆行

中的价值解构”, 一次失败的文化传播。 在这种 “商业成功与文化断裂” 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当前文化产

业发展、 产业链构建中 “价格内核” 与 “价值内核” 的冲突、 “产业延伸” 与 “文化延伸” 的悖论。

这一悖论是当下社会文化的缩影, 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突破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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